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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governance, China had long relied on a state-society interactive “third 
sphere” approach, leaving considerable space for societal self-governance, lightening thereby the 
oppressiveness of bureaucratic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once more the modes and operative 
mechanisms of that third-sphere mode of governance. After China entered its revolutionary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that system was transformed by the rise of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to a 
new third sphere model with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leadership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It 
turned out to be one that released immense energies, as evidenced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the 
“people’s war” that ended in victories first over Japanese occupation, then in the civil war against the 
Guomindang, and further in fighting to a standstill the even stronger U.S. led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That party and people combination evinced great energies also in the early-stage cooperatives based on 
the natural villages (and the return back to that mode of organization by 1963 after the error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again in the Reform era when the party-state yielde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powers in the newly marketized economy to peasant households through the “responsibility land system.” 
To be sure, there were also multiple errors of excessive bureaucratic control along the way. Nevertheless, 
even today, a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an still be a 
good path for basic-level governance, one that could counter the excesses of “bureaucratism” and its “iron 
cage” effects, to enter into a kind of (popular) participator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istinguished from 
a controlling bureaucratic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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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最基层的治理中，中国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由官方和民间互动所形成的“第三领域”，给

予基层社会相当高度自主的空间，减轻了官僚体系的压迫性。本文重新系统梳理其中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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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制。进入现当代，由于崭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兴起，形成一个新型的党与人民二元结合的

第三领域模式，通过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的积极参与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可以见于中国革命和

“人民战争”中诸多实例，在抗战和内战中取得胜利，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凭借党与军队紧密结

合的优势而与更加强大的敌人打成平手。之后也多次展示其威力，尤其是在初级合作社阶段，并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返回那样以生产小组（自然村）为基本单位的组织模式，以及再后来的赋权赋

能予农民的承包制改革中。虽然，也曾显示过脱离实际和过分由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命令型弊端。

今天，党与农民的良性二元结合仍然不失为一个可以采用的治理进路，可以借此来克服官僚主义

和科层制“铁笼”的弊端，进入一种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管控式的官僚主义

计划经济模式。 

关键词：第三领域 VS.官僚主义、人民战争和“政党军队”、科层化的“铁笼”、小农自主和合

作化、经典理论的盲点 

 

 

 

目前国家基层治理面临一个巨大的交叉口：应该更进一步、更完全地科层化，更完全地模仿

西方现代模式的科层治理，还是另有选择？中国过去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中的社区自

理，加上现代的共产党领导，是否可以是另一种选择？ 

首先是前现代时期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它源自皇朝财政收入薄弱和多层级的官僚体系对

皇帝权力的离心威胁的考量。其正面的效果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过分集权化、官僚化的弊端，

为基层社会保留了相当高度的自主性，遏制了官僚体系的压迫性。 

进入现代共产党革命和其领导下的新政权，一个重大的趋势是从原来基层的简约第三领域朝

向新共产党组织下的党民结合化第三领域的演变。在现当代的历史演变中，既展示了党、军、民

的高度一体化的优点和由之产生的巨大能量，也曾展示过度由上而下的动员型统治弱点，特别是

大跃进那样的灾难性失误，也显示过党的集权体系与官僚主义体系恶性结合的高度管制型治理弊

端。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显示了过分依赖（暴力化的）群众运动来试图克制官僚主义的错

误。 

本文论证，党、军、民良性的互动结合不失为今天可以推进的治理方案，可以防范基层治理

过度官僚主义化和科层制“铁笼”化的弊端，并再次释放巨大的能量。文章将以现当代历史中的

革命、抗战、内战和朝鲜战争，初级合作社和 1963 年以后返回到以自然村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农业，

以及改革中的去计划经济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等实例为主要历史依据，来重新检视党和

人民结合后所产生的新型第三领域。在今天的市场化了的社会主义政经体系基础上，可以建立一

种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里的“参与式的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 用词取自皮凯蒂的新作（Thomas Piketty 
2021），内容包括员工参与企业管理——尤指欧盟中发展成绩斐然的德国和瑞典的实例、高度发

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较平等的收入和教育机会分配。笔者这里提出的“党民结合”设想既和其

有一定的交搭，也有一定的不同，特别是由于中国乡村迄今的小农经济主体和严峻城乡差别方面

的不同。当然，更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政党”的特殊历史意涵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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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权的简约治理中的第三领域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在其影响极大的理论著作中，提出两大治理模式类

型的洞见：一是（主要是现代西方的）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基层渗透力的模式，一是高度中央集

权但低度基层渗透力的模式。（Mann 1984, 1986）笔者早已详细论析，中国比较符合后一类型，

其模式可以进一步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一方面是皇帝高度集权，另一方

面是基层治理比较简约，较多依赖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合作。(黄宗智 2007) 

笔者详细论证的第三领域的简约治理的一个主要实例是中国帝国时期最基层的不带薪、不带

文书的“乡保”制度。在 19 世纪后期，他是个由乡村社区推荐、官府批准的人员，一名乡保一般

负责约 20个村庄的事务。他处于官府和民众间的交接点，负责传达官府谕令，协助征税和解决纠

纷等任务。他也带有代表基层社会来与官府打交道的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如何传达，

乃至于实施县衙的谕令、征税，以及调解民间纠纷。(黄宗智 2014a,第一卷：194-200;亦见黄宗

智 2007) 

有的研究使用“准官员”一词来描述这些乡保，但实际上“准官员”一词並不贴切，因为乡

保是一位不带薪酬、不带文书记录的人员；官府一般会由他自行其是，要到出了问题（如，有人

告他或需要另找人接替他）的时候，才会介入。那是真正的“简约治理”，也是旧中国官府和社

区交接互动的“第三领域”的一个基本实例。（同上） 

笔者详细论证的另一“第三领域”的实例是，晚清“集权的简约治理”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遇到纠纷，一般当事人所在社区（村庄）会先由民间社区的有道德威望的人士出面调解，凭借那

样的方法来解决大部分的社区内部的“民事”（户、婚、田土“细事”）性质的纠纷，涉及“刑

事”的“重案”则须报到官府。如果调解不成，而当事人告到县衙，社区的调解人士便会因为事

情闹大，加劲再次试图调解，而官府方面对告状的一些初步反应和批示，会被反馈到村庄（无论

是通过榜示还是衙役的传达还是当事人的获知），由此介入到正在社区进行的调解。当事双方会

据此对自己或对方的告状/辩词在官方引起的初步反应做出估量。官府的反馈，譬如质疑诉状是否

“属实”、符合“情理”，或“显有别情”等，常会成为社区调解人士促使双方达成妥协的重要

原因。这样，就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官府与民间互动“对话”的方式。如果调解成功，当事人或调

解人按照惯例要向官府申请撤诉销案，而官府对这种“细事”纠纷一般会优先接纳社区的解决方

案，例行地允许撤诉。即便当事人不具呈要求销案，只要不再催呈，官府也会让案件搁置，不再

推进。这是最典型的（笔者称作）通过非正式社会与正式政府机构的互动所组成的第三领域中的

纠纷解决方式，处理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所有细事案件中的起码 1/3。它带有一定程度的“社区自

治”的性质，也是中国正义体系中一个极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即便今天，非正式社区调解（村、

居民调解委员会）仍然在民间纠纷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仍然解决所有有记录的民间纠纷中（共约

1000万件）的约 1/2。（黄宗智 2016b：表 1；亦见黄宗智 2014b,第一卷：第三章、第五章） 

以上两大类型的“第三领域”人员和现象不应该被混淆于另一种不同性质的（也可以被认作）

“简约治理”的现象，即“准官员”的使用。在清代，“准官员”主要是县衙门的吏役。他们有

收入，但没有像知县那样的正规俸禄和“养廉”银似的相当正式和半正式收入。他们收入的来源

主要是执行工作时所在的八房中的各房的例行收费——特别是刑房和户房两个收入最多的房。在

实际运作中，他们的组织模式不是一般的科层制模式而更像一种上层（县令）可以称作“发包”，

各房的负责人员“承包”的模式，由主管该房的人支付相对高额的“参费”来（等于是）承包该

房的职务和其所附带的收费。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委任其他吏役。这些人员显然和正式的

官员们性质不同。县衙各房的这些（可以称作）“编制外”人员基本不会带有攀升仕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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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一般深深嵌入于地方社会，各房中甚至有子承父责的实例。（黄宗智，2014b,第一卷：

第七章；亦见白德瑞 2021；亦见下面关于周黎安教授的研究的讨论） 

在官府的意识形态中，他们被建构为基层治理中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主要来源，是与经过其道

德理想化的“父母官”县令对立的。县衙中的不轨行为一般会被归罪于这些吏役。这是其官方话

语体系的基本建构和“文法”。但实际上，正如白德瑞通过大量巴县档案资料所论证，吏役之中

也多有认同于官僚体系意识形态的正规人员的价值观者，他们执行的是一种半正式但相对规范化

和合理的服务和收费。（白德瑞 2021）也就是说，他们深深嵌入地方社会实际上既可以是“腐败”

的来源，也可以是带有服务地方社会的价值观的来源。 

今天中国基层编制外的准官员确实有点像清代的吏役。他们带有报酬，也带有文书记录责任，

但其待遇不如正规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其工资要低于前者，而且没有福利，更没有旧

劳动法关于职工工时、工伤等法律保障。他们绝少能够进入高于基层行政村等级职位的正规人员

的仕途，乃是最基层的一种编制外的“非正规”行政人员。 

他们的性质实际上更多和中国今天的（笔者称作）“非正规经济”中的员工（尤其是农民

工），包括国企和私企中的员工，既相似也相关。他们带有工资，但一般都和正规公务员有一定

差距，也没有像公务员和事业人员那样的劳动保障、退休、医保等福利。他们是一种类似于正规

编制外的（理论上的）所谓“临时工”或“合同工”。实际上，非正规的人员如今已经在国家科

层制整体中占到较高比例，如今在全城镇所有就业人员中占到 3/4 的比例，已经成为中国用工的

主要形式。基层的政府机关也不例外。（黄宗智 2021a） 

我们需要区别上述清代的处于官府和基层社会间的“第三领域”，和政府底层中的廉价非正

规人员。这是两个相关但不同性质的现象和概括。本文论述的主要是官民互动的和党民结合的

“第三领域”的过去、现在与可能未来，不是官府底层使用廉价的编制外的准官员和半正规人员。

两者不该混淆。此点不仅是一个历史实际的问题，其实更是关乎中国行政体系整体的基本性质及

其未来的出路的问题。 

本文论证，压迫性的中央集权体系，一定程度上被皇帝体系（“世袭君主制”）关于中央的

集权忧虑（每多隔一层便多一层离心威胁）和较低的财政收入的制约，而结合成为一个“集权的

简约治理” 第三领域模式。对一般民众来说，简约的治理实际上是相对宽松的治理模式。人民在

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有相对较宽泛、不被那么紧密管制的自主性，不简单是被“统治”

的人民，而是带有一定主体性的人民。正是如此的历史根源和先例，让我们看到中国今天和未来

可以借助的一条抑制过度集权的官僚/科层制体系弊端的可能道路和方法。 

二、近现代的科层制化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官僚体系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往下延伸其基层渗透力的演变，主要体现于

县以下的“区”政府的设立。以 1931 年的顺义县为例，它新设有 8个区政府，每个区平均管理

40个村庄，每个区平均带有 13 名警察和 15名半军职的警卫人的常备保卫团。因此，乃是县政府

支出中的位列于警察费、保卫团费、教育费之后的第四大支出，占 9600元，相当于该年县政府所

有支出中的 16.9%，（黄宗智 2014a,第一卷：235-238，243；亦见第二卷：151-152）。那样对基

层的进一步渗透，代表了中国民国时期国家行政制度迈向较高基层渗透力的现代科层制化（“现

代国家建设”modern state making）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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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当代中国，民国时期新设立的行政“区”大致演变为当代的相对更小管辖范围的乡和

镇，以及后来集体化时期的“公社”，也是再后来改革时期的乡镇。这是国家最底层的正规政府

机构（一般一个公社有十来个领薪的正式“国家干部”）。 

模式化地来说的话，如表 1所示，在县级以下添加这一乡镇层正规人员已经相当于国家治理

的正式机构数扩大了 12倍。我们可以从表 1看到，国家基层渗透力每延申一层所需添加的政府层

级机构的总量。像民国时期那样从县级延伸到区/乡镇须扩大 12倍；像最近趋向再延伸到计划经

济时期的半正式的大队（今天的行政村）须要再扩大 20倍，即总共 240倍。如果未来想要再进一

步延申到自然村（小组）一级，则需要再扩大将近 3倍，即共约 720倍于原来的县级数。如此的

科层化应该可以说是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一个巨大走向，也是一个朝向更大的基层渗透

力的西方式科层制化过程。 

表 1、中国的行政层级、各层的总数与其相对县级的比例 

行政层级 总数 相对县级比例 

省、直辖市、自治区 34  

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 333  

县、市辖区、县级市、自治

县 

2856（2018.10.7数据） 1 

乡、镇、民族乡等 34464（同上） 12 

行政村（大队） 691510（2017.12.31数据） 240 

自然村 1865247（同上） 720 

数据来源：《数字中国》2018.10.7；《中国有多少个村子》，2017.12.31.  

 

目前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将行政村纳入正规科层制的明显倾向，将基层的集体干部改为国

家干部。（黄宗智 2021a）这样的科层化思路应该可以说是一般的主流官僚意见，将其等同于现

代化的建设。但笔者认为，目前国家治理模式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抉择和问题是：应该更进一步、

更完全地科层化，更完全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模式（高基层渗透力）的科层制治理，还是另有选

择？中国过去的简约治理和社区自理传统是否可以是另一种选择？ 

三、国家和村庄二元结合的第三领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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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很具特色的一个现象其实是，原先在（乡镇下一级）的最

基层行政村治理模式。集体化时期，在这一级没有正规的国家干部，仅有村庄社区人员及其党支

部组织结合组成的半正式治理体系，具体体现于村/大队级的党支部。当时，村级干部“吃的是集

体饭”（区别于“吃国家饭”的国家干部），领的是村集体的工分，而不是国家财政支撑的国家

干部的工资。大部分的行政村级党支部成员，包括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和妇女主任等基本

都来自本村，或起码在本村相当长期落户。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一般每年最多可以“脱产”到 4/5

的时间——即一年 500 个工之中的 400 个工，区别于小队的干部，一般仅脱产 1/5 的时间。（黄

宗智，2014a,第二卷：151-155）这是一个在共产党组织渗透全社会下所形成的党与基层社会二元

结合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也是在全球范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组织。 

其运作原则是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政策实施要经过党支部成员的仔细讨论，但一旦

决定后，便会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统一贯彻执行。当然，上层的决策和指示会起到关键

的方向性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可仅凭“集权”的模式来认识和理解这种基层治理模式。大部分

决策都会相应本地的特殊实际情况来实施。在正面的良性运作状态中，上级指示和下层实践会因

地制宜地良好结合。 

当然，也会有强制性的错误决策，例如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在 1958 年到 1962 年期间基

本完全凭借由上而下的命令和强制推行。那样将过大的人民公社作为最基本组织单位的错误决策

导致广泛的强制执行和浮夸。加上当时的天灾，造成了灾难性的巨大失误。正因为如此，基层治

理在 1963 年之后，便重新将基层的小队（小组、自然村）设定为最基本的生产实施和分配单位，

重新返回到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基本运作、分配、计算单位。（同上） 

文化大革命是另一类型的实例。它的初衷虽然是要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端，但是，较快沦为一

个暴力化的无政府运动。虽然，它在乡村的影响没有达到城市那样程度的混乱和灾难性，但无疑

和大跃进同样是巨大的失误和教训。（同上） 

鉴于那样的失误，中国无疑需要防范脱离实际的由上而下的决策，防范不顾一切的运动型强

制执行，需要坚持更好地结合党的领导和民众的自愿参与。其正常的运作应当被视作较好的党与

民众二元结合互动的模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治理模式。 

四、臃肿的国家行政组织与官僚主义问题 

全盘科层化，全盘引进西方模式的问题首先是：即便西方的专业化科层制，也呈现了韦伯所

担忧的“铁笼”问题。韦伯自己在晚年便提出须要依赖最高领导人的强权来抑制科层制的“铁笼”

问题的意见。（例见赖骏楠 2016的论析）科层制人员带有脱离人民，以高高在上的官员自视，由

上而下地管制人民，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形式化，脱离实际，为仕途而媚上欺下等官僚主义倾

向。虽然，在英美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中，将“政府”和人民（的自由）设定为二元对立的体系，

要求政府最小化，人民自由最大化，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科层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的作用。 

而在当代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官僚集权）管辖范围要远大于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西方，中国

的个人自由范围相对较狭窄，国家管理范围相对宽广。遇到滥用权力或政府失策的话，其压迫性

要远大于自由民主的西方。 

正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发文指出，官僚主义特别倾向“内卷化”，包括“重‘痕’

轻‘绩’”、“化简为繁”、“彰显权威”、“推卸责任”、“危难退缩”、“怕担风险”等诸

多“内卷”惯习和弊端；最欠缺的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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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中国式“简约治理”实际上乃是一个约束皇权和官僚权力的重要制度性

模式。低度的渗透力正意味较狭窄的管控范围和民间较大的自主自治空间。特别是自然村，除了

纳税和治安之外，长期以来都是相对由社区自理、自主、自治的领域。其范围包括解决社区中的

细事纠纷，自理村务——如庙宇和其他各种社区活动，包括节日的活动，乃至于水井使用、村庄

灌溉所需的合作，村庄道路、通道、溪水、山林的管理、维修、合作等。这些其实都是集权的简

约治理的重要优点。进入二十世纪初期，还包括村级的新学校的建设。（黄宗智 2007）那些其实

都是优良的传统。其所依据的是村庄社区较紧密的人际关系及其中受人尊重的道德威望人士的领

导。（虽然，在动乱频繁的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土豪”、“劣绅”、“恶霸”等现象，但大

多数的村庄社区仍然维持了其长期以来的基本体系和紧密人际关系——尤见黄宗智 2014a,《华北》

和《长江》两卷。） 

如今，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市场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人们一般较少

对西式的科层制化提出真正的质疑，而多将其简单等同于现代化。官僚们自身尤其如此，相当强

烈倾向将中国的传统和现在的治理体系视作落后，非现代的治理模式，从而提倡需要更进一步模

仿西方的科层化，专业化，包括数据化等，将中国的正式科层制扩延到行政村。这种意识的影响

极其巨大，较少见对其的质疑。 

五、传统与现代的行政发包制 

实际上，中国改革期间的行政体系早已采纳了“行政发包”的制度来应对官僚化/科层化的僵

硬治理模式。正如周黎安教授已经详细论证，首先是正规政府体系中的“内包”制度，特别是由

中央将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发包给地方政府，给予他们较高度的自主权；同时，又通过由中央所

定的标准来激励地方官员们之间为自己的仕途而努力推进经济发展的（“锦标赛”）竞争，使他

们尽可能向属地企业伸出“帮助的手”。两者结合，形成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

（周黎安 2018、2014、2007） 

更有进者，发包制度不仅被用于政府体系之内，也被广泛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周教授将两

种方式区别为“内包”与“外包”，使用同样的激励机制来引发民间承包者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政府机关之外的人员（包括学术界人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设计创建“项目”来申请、竞

争由中央下拨的项目资金。它实际上是一种纳入了由下而上的参与的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将整个发包-承包，委托-代理制度视作改革期间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特

色。在西方，委托-代理主要被用于社会的企业或个别的主体之间，相对少见于正规官僚体系之中

——使用的话，一般仅是一种临时和短期性的安排，譬如，跨部门的协作，多使用“临时委员

会”ad hoc committee 的形式，绝对没有像中国这样普遍用于整个正规治理体系的日常运作中，包

括其政府的不同层级之间，更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的民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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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改革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治理模式其实可以被追溯到革命时期（譬如，中央与各个不同

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更可以被追溯到清代的行政制度。我们甚至可以用发包-承包的框架来认识

笔者上面总结的简约治理制度——如中央相对地方政府、县政府相对乡保、集体时期的正式政府

体系相对村庄的半正式体系等。当然，也和笔者长期以来论述的第三领域紧密相关——如县令和

各房负责人间的关系，乃至于该负责人和同一房内的其他人员间的关系。 

发包—承包固然是当代的话语（主要源自农业领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所表达的实际

其实贯穿中国传统与现代，可以说是广义的“简约治理”的第三领域中的一个关键运作模式和机

制。我们甚至可以将长期以来的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视作皇帝与层层地方官员之间的一种发包—

承包关系。它是中国古今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模式和运作机制，既集中又简约，一定程度上有

意无意地也起到遏制、避免官僚体系僵化倾向的作用。（黄宗智 2019） 

六、共产党与民众的二元结合传统与未来 

虽然，笔者在本文中更要突出，另一鲜为人们关注的中国当代治理体系中的，也许是更基本

和普遍的特色——即中国共产党这个非常独特的组织的兴起和其渗透全政治经济体系、全社会的

划时代变迁。西方缺乏这样的经验，也缺乏对其的理论辨析。 

这里首先要指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共产党展示的最主要的优点之一乃是其与人民的“鱼

水”似的关系。这是国民党所完全没有能够做到的，日本占领军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在这个

领域中，中国革命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的能量，包括其领导的“人民战争”、游击战、敌后情

报获取等诸多优良方面（这里指的当然不是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显示的那种脱离实际的

运动型、暴力型作风）。尤其是在延安时期，较好地展示了其党民结合的精神面貌。 

这就是本文称作政府与民众的二元互动、协作的优良“党民结合的第三领域”——它不是一

个官僚化的管制体系，也不是一个被由上而下地“动员”和强制推行的现象，更不是简单由党组

织来管制人民的传统，而是党和人民，出于其共同目标和利益而促成的互动结合。即便是在“文

化大革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国家与基层社会良性二元结合的实例：如“小学不出

队、中学不出社”的（适合当时实际需要的）“民办公助”农村基层学校。（Pepper 1996 是这

方面的权威性研究）即便是一村一“赤脚医生”的制度推行，也不失为当时将医疗卫生贯彻到基

层的良好做法。我们应该将这些优良面和其脱离实际所引发的强制性或暴力化弊端区别开来；它

们正是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特别突出的中国相对印度而言的重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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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使中国的基本教育，以及直接影响到寿命预期的医疗服务普及程度，远高于同时期的印度。

（Drèze and Sen 1995） 

笔者认为，中国全盘科层制化的进路只可能导致远比韦伯所忧虑的科层制铁笼弊端要严重得

多的问题。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覆盖面要远比西方科层制宽广，而且，如今其官民之间

的身份地位、权力和收入差距也大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官僚体系。因此，更容易导致脱离实

际、墨守成规的弊端，当然也包括腐败和滥用权力。 

正因为如此，中国应该认真考虑从中国比较独特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和运作

机制来吸取遏制过分专断的官僚体系的资源，克服其比较容易形成的对民众简单发号施令，简单

的由上而下的、按照官僚们的意愿的管制。这就是中央纪律委员会最近发文所指出、分析的重大

问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0）官僚主义内卷化的趋势，即便美其名曰科层化、现代

化，甚或“理性化”和“科学化”、数据化等诸多西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科层制主义的修辞、思

路和观点，其实质乃是脱离实际的形式化官僚主义。中国如果完全走入科层制化的“铁笼”的

话，只可能形成一个比西方的铁笼似官僚体系要更加高度压迫性的治理体系。 

实际上，在集体时期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相当程度如此。在高级合作社的时候便已经开

始展现，到“大跃进”中以过大的公社为主的管制模式更加如此。因此才会在 1963 年以后，返回

到小规模的扎根于基层自然村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虽然如此，并没有能够真正处理好官僚主义的

问题。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少见创新，常见脱离实际的失误，

因此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处理基层农村的方法和资源，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很快成为暴

力化的无政府式的运动和混乱，也不是简单像大跃进那样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科层管制，而是再次

采纳传统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中的优良传统资源。其中关键首先在尽可能更多依赖民间社区

的参与，借助其间的威望人士的公德观和实用智慧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悠久历史传统。同时，

借助党领导的结合民众参与的优良能力的传统，来推动党民结合的基层共同治理。其中关键在将

人民的主体性和积极参与视作、设定为涉及民生的政策不可或缺的条件。（黄宗智 2021b） 

其实，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充满如此的实例。最基本和巨大的实例乃是中国革命及其成功的实

际本身。党和人民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支撑、紧密结合，应该可以说乃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

最基本条件。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中国革命根本就没有可能会胜利，不可能进行“人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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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不可能凭此战胜比自身现代化得多的，先是日本，后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没

有与那样的传统紧密相关的党和军队在“政党军队”中的紧密结合，中国也不可能在朝鲜跟火力

和设备都要先进得多的美国军队打成平手（下面再详细讨论）。 

其后，正如与本文结伴发表的高原文章更详细论证，同样的党与农民的紧密结合尤其可见于

比较成功的“初级合作社”阶段的中国农村——通过社区合作而克服了许多农民在农具、牲畜、

肥料等方面资源不足的瓶颈，推动了可观的农业发展。伴之而来的是，许多新党员是在建立合作

社过程中被吸纳入党的农业能人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分子。固然，后来的集体化显示了

过度采用命令式的做法的弊端，最终导致规模过大、笨拙的人民公社的失败，因此而在 1963 年之

后返回到原先以自然村“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高原，未刊） 

更重要的是，之后在去计划经济化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通过联产承包制度而赋权赋能予小

农户，让他们积极自主地参与新型的市场经济。没有那样的动力，便不可能有之后的农业发展，

特别是笔者所谓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革命”的发展，例如高附加值的小、中、大

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等，如今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2/3，耕地

的 1/3。（黄宗智 2016a；黄宗智 2010） 

虽然如此，国家由于决意要模仿美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及其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没有真正

认识到美国的合作社仅在其初期遵循了其原先的合作和服务理念。特别是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总

统进步的“新政”下的时期，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合作社，主要目的在协助独立的、真正意义的

“家庭农场”来应对“大市场”。在购买农资、加工和销售产品等方面将较小的家庭农场组织起

来创建应对大市场所必须的“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并基本由合作社的成员们平等分红。但后

来，伴随规模化和高度自动化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兴起，转向按投资者的投入（或营业额）来分

红的基本组织原则取代了原先的合作初衷。结果是，“合作社”成为名不符其实的仅是名称上的

合作，实际上则早已成为大多由逐利（而非服务小农场）资本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企业性组织。并

且，不仅在法律条文中展示了如此的变化，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中，连接上新的关于明

确私有产权制度的经济学主流的理论（即，将明确的私有产权和私有资本设定为一切发展所不可

或缺的基本条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减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发展）。两者联合，

组成的是完全脱离原来的合作理念的法学和经济学（法经济学）理论。其中的关键不是按社员分

红而是后来的按投资量（或营业额）分红。1990 年代，后一类的合作社已经占到压倒性的地位

（80%以上的合作社）。（李展硕，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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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07 年（施行）的“专业合作社法”基本采纳了模仿美国后期的按所投资本或营业额分

红的（名不副实的）合作社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同法，2017 年

修订；黄宗智，2015；李展硕，未刊） 

结果是中国国家迄今的农业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通过承包制和市场化而

收敛了对农民的管控，释放了小农户的创新力。但另一方面，又试图过度模仿美国的专业合作社

模式，无视、抛弃了自身在革命期间以及初级合作社时期的成功经验，也是党与人民互动结合的

优良传统，而采纳了美国后来的资本主义型的“合作”模式。正是那样的前后矛盾政策组成 “三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肇因。 

固然，在实际运作中，也有个别的真正符合合作理念，即通过合作来满足小农场在农资购买

和产品销售方面所需要的服务的合作社。但是，总体来说，如今“虚假”的、由资本主宰，为追

求国家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假”“合作社”，占到所有合作社中的大多数，特别是规模大的合作

社如此，实际上是和合作初衷是相悖的。结果是，将小农户置于一方面受惠于其新获得的承包经

营权，一方面又受限于国家对小农户和农村社区基本无视的困境。（黄宗智 2018；李展硕，未

刊） 

七、经典理论的误导 

我们该怎样来认识、理解这样的错误？笔者的分析是，国家一直受累于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和

古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前提性错误认识。两大意识形态虽然在多方面乃是

二元对立的——譬如，一个以自由的个人为前提性出发点，一个则以阶级剥削关系，亦即生产关

系为前提性出发点；一个认为资本主义乃是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一个则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来

推翻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同时，两大意识形态也有基本

的共识，即认为资本主义乃是所有国家/经济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而其关键要点乃是通过具有规模

经济效益的大生产，亦即工厂型的生产，来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发展。 

正是那样的二元对立中的基本共识，导致先是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对待农业

的基本态度，即认为必须从小生产跳出而进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而在改革时期，虽然大

规模引进了市场经济並赋权赋能予小农户，但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仍然

同样认为规模经济效益乃是不可或缺的“现代化”基本条件。这样，对立双方的基本共识一直都

被认为乃是无可怀疑的真理，一直认为中国农业必须跳出小生产的陷阱方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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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不同意见双方对峙的情况下，最容易被采纳的政策实际上乃是双方之间共同的认识，亦即

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 

因此，在农业领域一直都采纳了无视小农经济基本实际的观点和政策，从 2003 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开始，一直都在强调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性，先是“龙头企业”，而后是成规模的“大

户”，最后还杜撰了取自美国模式的成规模的“家庭农场”（被定义为超过 100亩的农场，虽然

实际上和美国真正的平均 2700亩的家庭农场完全不可相提并论——黄宗智 2014c）。同时，试图

模仿美国型的规模化家庭农场模式和“专业合作社”模式，从头到尾基本无视中国实际的小农经

济（即劳均才约 7到 10亩的小农场，而在中国所有的农业劳动力中，实际上迄今仍然只有 3%是

受雇于规模化农业的雇工——这是根据最权威的第二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详细论证见

黄宗智 2021c），包括更小规模的笔者称作“新农业革命”的小农场。同时，基本完全无视由小

农户组成的农村社区，将其当作必然将消失的落后传统。当然，更谈不上将其建立为真正的合作

社的基础来协助小农户应对大农场。 

之后，虽然（在 2012 年）初步承认了（被称作）“菜篮子”农业的重要性（粮食由省长负

责，蔬菜由市长负责），而后在 2018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终于给予了小农场前所未见的

关注，特别提到今后要重视小农户的“主体性”。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之前

的前提认识的顽强持续，迄今仍然未见真正的全盘反思，特别是关于最基本的自然村社区的认

识。其中，包括将科层制化的现代主义/西方主义越来越多地用于行政村的组织和治理模式。今后

是否真会全盘反思过去的错误，包括重新思考以规模化的农场和“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业政

策，尚待观察。（同上） 

伴随对小农经济的忽视而来的是，对农村由小农户组成的处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基本社会组织

——即由于小农户紧密聚居而形成的自然村社区——的无视。这是中国和美国农村实际中的最基

本的差别之一：美国平均 2700亩地的家庭农场，仅由于其农场与农场之间的距离，便基本没有可

能形成中国这样的紧密聚居的自然村，中国这样的农村社区基本社会单位。所以完全谈不上农村

社区。正因为中国不符实际地试图模仿美国模式，一直以来也因此基本完全忽视了农村的基本社

区。 

在计划经济时期，经过“大跃进”的规模化生产的错误之后，在 1963 年以后再次返回到比较

符合实际的以村小组（即自然村）为基本生产和分配单位。但是，改革期间，虽然赋权赋能予小

农户，将市场中的经营权退还给了小农户，在这方面采纳了明智的措施，但是，最近则越来越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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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将城市的科层制化治理模式用于农村，仍然基本无视原来的农村社区。笔者认为，正是农村的

社区，才是中国传统和当代的乡村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条件。舍之便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

可言。将中国农村等同于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设定的以逐利个人为主的社

会，乃是巨大的失误。 

但是，直至 2018 年，在国家（2003到 2018 年的）每年的“一号文件”中，仍然一直将规模

化生产当作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主体。赋权赋能予小农户所采纳的基本认识框架则仍然主要是

来自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农业，不是中国自身的基本小农社区实际。可以说，直到 2018 年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之前都没有真正正视小农户的重要性、关键性。没有真正从中国的农业仍

然将长期是小农场的小农户的“小农经济”的认识出发。也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划时代的

“新农业革命”。 

所以，笔者认为，在农业、农户、农村的“三农问题”上，中国亟需采纳真正以小农户为主

体和农村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治理进路。这是国家的根本，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的根本。没有

一个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和其村庄社区便没有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其出路不在规模化生产，而

在进一步提高、发展“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小农业，重新采纳以农村社区，亦即自然

村为中心的农村发展战略。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才是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出路，不是不符

实际地意图消灭小农经济和小农社区，代之以规模化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三农问题”解决

的关键其实在三农本身——小农户、小农场、小农村社区——的发展，不是其消灭。（黄宗智

2021c）在我们的认识中，其实还可以将农村社区比拟于一个城镇企业单位，其成员间的关系其实

比一个企业员工间的人际关系要更加紧密、亲切，並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

如果中国在企业方面未来的走向是从国企开始积极推动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亦即一种参与式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在农村方面的应该是类似地走向推动让农民参与村庄经济的管理，亦

即一种参与式社的会主义小农经济。（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刊）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中国应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所谓“东亚模式”）的农业发展经

验。他们和中国同样基本是“小农经济”的国家。二战之后，由于多重的偶然因素，在美国占领

军的主导下，日本明智地立法将小自耕农确立为农村的主体（一户的私有土地不能超过 45亩），

並禁止外来资本购买农地。而且，在国家扶持小农经济方面，早就实施了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做到

的系统协助小农应对大农场所必须的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其根本在以农村社区为主体的合作

社，将国家支农资源相当部分转让给自主的社区合作社。尤其关键的是，由国家出资来在此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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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服务型的大批发市场来与基层社区合作社搭配，由其来确定平衡供需的市场价格，並由其来对

产品建立精准可靠的全国标准，促使“农协”成为具有可靠声誉的品牌，成功地连接了分散的小

农户和标准化的大市场。借此，也为小农户保留了大部分的农产品的收益。（黄宗智 2018） 

中国则迄今仍然主要依赖昂贵低效的由无数小商小贩，加上部门营利型的批发市场所组成的

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缺乏生鲜产品的冷冻链的服务，也不具备同等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来协助

小农户应对大市场。日本的合作社体系的成功尤其可见于其全经济体中较平均的（基尼系数所反

映的）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十分不同于中国仍然受困于高得多的基尼系数和严峻的

“城乡差别”的困境。 

其实，中国要能凭借党民结合、党领导和社区民众积极参与的进路来处理农村问题，其实应

该能够做到超越“东亚模式”这方面的成绩。这应该成为今后的“乡村振兴”工程特别关注的一

个要点。 

八、党与民众和军队的二元合一 

（一）“超级政党” 

在中国革命以来的历史中，共产党的建立和壮大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变迁，不仅改变了“国

家”的基本性质，导致其一般被称作“政党国家”的一系列特征，也改变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关

系，一如上述在初期合作社期间的基本村庄社区结构，成功地使其成为处于国家正规官僚体系与

基层社会之间的连接组织。在良好的情况中，其实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合。 

中国共产党本身则早已成为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中的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十分不同的

组织。用西方的话语来认识的话，我们不妨使用“超级政党”的表达，1突出其代表全社会和超越

国家行政体系的特殊政治组织。而且，它之特性不仅在超越政府，也在深深嵌入于全社会——如

今，其党员总数已经达到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9千 5百万人，仅次于在全球排行第 15名的，具

有 9千 6百万人口总数的越南，高于德国的总人口），包括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不仅是

农民和工人，也包括知识分子、中产阶层的职务人员、企业家、少数民族等。其中，非官僚的民

间党员占绝大多数，超过 90%。 

 
1 这是汪晖 2014 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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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包括日本和韩国）从未有过的历史实际，因此当然也不可能仅凭

其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概括。何况，迄今西方政界和一般民众（也包括部分学术人员）对中国

政府的认识中影响最大的模式仍然是 1950 年代以来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将中国共产党

想象为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完全对立的体系，一个由极少数人完全控制和摆布的政经体系，

将其认作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的、通过“极权”来控制人民的组织。2对其中有的人来

说，“共产党”几乎是个与上帝对立的魔鬼似的组织，构成全善全恶的二元对立。因此，看不到

其实际性质，更不用说其优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其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理念

的社会主义传统。 

（二）“政党军队” 

在上面的论述之外，更少被西方人们认识、洞察到的特点，乃是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解

放军的特别紧密结合的关系和历史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借助过去被人们相对较多使用的“政党国

家”party-state范畴，而用“政党军队”party-army 的新词来表达这个更具特色、更加和西方经验

截然不同的中国实际。它起源于中国比较独特的人民战争革命经验，也是一个无论在共产主义的

前苏联还是东欧都基本没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 

大家比较熟悉中国革命经验中的“人民战争”。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先是设

备先进得多的日本军队，中国的八路军政党军队凭借其极其优良和严肃的纪律，赢得了农村民众

的信心和拥护，成功地与农村民众形成鱼水关系。因此能够借助“群众”的协助，在敌后组织人

民的游击队，也能够较广泛地使用凭借民众的支持和其所提供的情报而做到能够攻敌军于出其不

备，包括较广泛使用在敌后的移动、迂回战术。在抗战期间，虽然面对的不仅是日本侵略军，也

是国民党的“围剿”, 仍然成功地建立了 19个成规模的根据地，扭转了敌人相对自己的优势，为

之后应对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内战铺好基础，并形成了同样的战略和战术优势，由此获得革

命的胜利。 

其后，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借助之前所形成的、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而积累的

经验和战术，最终赢得与对方打成平手的胜利。固然，在朝鲜战争中谈不上太多百姓的支持（虽

 
2 邹谠教授在 1986 年便花了很大力气试图将“集权”totalitarianism 一词改为比较中性的“全能”totalism，

对学术界固然起到较大的作用，但其影响并没有渗透美国政界和民众。（邹谠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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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国内的民众的积极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优势之一），但还是能够依据之前的经验而采用众多类

似的战术。 

简单总结，在丰富的“抗美援朝”研究文献中，众多文章指出中美双方在技术、火力方面的

差距：美军具有当时全球最高度现代化的装备、机动、后勤、海空支援等条件；中方则主要仅是

轻步兵，双方的作战客观条件无疑是非常悬殊的。固然，在苏联的援助下，陆续包括飞机、坦

克、大炮以及机械化部队的装备等，中国志愿军方逐步有一定的提高，但与美方的差距仍然是明

显的。3 

虽然如此，中方参战之后，在 1950 年 10月底到 1951 年 1月做到将美军从接近鸭绿江一带一

直往南推返到(三八线之南的)三七线。那是因为美军低估了中方的能力和军队规模，4 也因为中

方采用了一系列有效的战术。其中，用夜间的运动和战争来应付美军的制空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当时甚至有“太阳是美国人的；月亮是中国人的”一说）。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以

来的一些传统，包括出其不意的（夜间）快速穿插、切断敌人退路的迂回战术、集中兵力突破一

点、采用适合中方火力局限的 200米以内的近战战术等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防守方面，坑道战

术起到重要的作用。中方的士气——军官和士兵广泛认为这是正义的战争，不怕牺牲——也是重

要的条件。当然，全国人民的全力后备支持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例见齐得学 1995的总结

性论述） 

在整个朝鲜战争的历程中，中国受到的最艰难的挑战乃是美方在李奇微（Matthew Ridgway）

将军 1950 年圣诞节接任美国主力第八军的司令（随后更替代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的司令）

之后，有效地重振了美方低落的士气。並且，在战术上看清了中方的一个关键弱点：其轻步兵移

动有一定的极限，一天不能超过 30公里，而且，后勤能力比较有限，每个士兵随身仅带有七天的

粮食。据此，拟定了其所发明的（中方称作）“磁性战术”（没有相等的英文用词）：借助自身

的机械化能力，起始每天轻而易举地撤退 30公里，让中方步兵尽全力恰好能追逐得上，如此连续

七天，等中方疲惫粮尽后，方才开始反攻。正是凭借那样的战术，李奇微取得第四战役中的优

 
3 关于苏联的援助，见蒋本良 2005。而且，苏联的空军在 1950 年 11 月便已秘密参战，“保护了鸭绿江沿线

的交通和重点目标的安全”；此外，还帮助组建了中国的空军——张新，2005 有相当详细、具体的叙述；亦

见刘明钢、金敏求，2009。 
4 关于美国军方（尤其是麦克阿瑟）的傲慢自大和轻敌，见 Cumings 2011 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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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在之后的第五战役中获得胜利。当时美方不少人以为将可以再次跨越三八线，逼近鸭绿

江，取得胜利。 

美国军方对李奇微所起的作用的事后总体评估也是，他在 1951 年的 1月 25日到 7月 8日期

间，扭转了朝鲜战争（Korean War）的大局，转败为胜，因此促使板门店的谈判成为可能。其

前，士气低落，接近战败。（“The Korean War, 25 January to 8 July, 1951”；亦见 Thomas Fleming, 

1993） 

在以《屌丝的逆袭：志愿军凭啥能赢得朝鲜战争？》（2020）为题的一文中，作者（没有署

名）指出一个少为人们关注的因素：在此次面对美方的追击的阻击战中，中方展示了志愿军比较

特殊的“能聚能散”特点。它能够化整为零，譬如，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能面对面死

战，而是将一个师（189师）的力量在 500平方公里的空间中，“天女散花”似地分化为 200多

个 30人左右的小队伍，使其能够留在敌军前线之后骚扰、拖累其后方，做到集中当时有限的兵力

所不能做到的、阻碍对方顺利前进的作用，使其必须一个一个地消灭每一个点。正是由于那样的

战术，为中方在美军的大规模反攻中为守住三八线的准备争得必须的时间，巩固了三八线的防

卫。之后双方都基本仅在该线拉锯，因此促使双方进入停战谈判。5 

该无名作者将志愿军“能散”的战术比拟于德国在一战时期发明的“渗透战术”

（stormtrooper），亦称“胡蒂尔战术”（指其发明人 Oscar von Hutier)，乃是后来比较广泛被采

用的特种兵战术的起源。但我们应该还指出，在敌后骚扰、用小组军力攻击或抵御敌军，乃是中

国革命战争历程中常用的手段。 

更有进者，中国的政党军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特殊的组织和传统。党组织贯穿全军，在连

一级（包含 3个排）设有党支部，排一级（30人）设有党小组，而且，一直强调“党领导军

队”。它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规定的军队必须完全超越任何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完全相悖。这是

部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党国家体系：共产党不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仅代表民众一方和某种利益集

团的组织，而是一个领导全国家、政府和军队的“超级政党”。 

 
5 感谢周黎安教授介绍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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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借鉴“政党国家”的用词而将解放军表达为“政党军队”。虽然，两者也有一定的

不同：“政党国家”可以受到官僚主义——相对人民的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倾向——的拖累（黄

宗智 2021a），但解放军，由于其特殊的人民战争历史传统，则较少会呈现同样性质的问题。 

借此，我们也许可以更精准地掌握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特色”。上述的可分可合组织

性多被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的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乃至于明显到不用说明，因此少见上面转述的那

样的清晰论析。但我们如果将中国的以党小组领导为基本单位的解放军组织传统与一般的以个别

军人为基本单位的军队相比，便可以看到中国的政党军队是来自一个比较特殊背景的传统，与西

方意识和话语中的军队必须超越政党而从属于国家的基本思路十分不同。 

正是那样的组织特征，为我们说明其所展示的多为人们歌颂的志愿军信仰和意志，也为其提

供了一个组织特征的解释。正是那样的特征赋予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其突出的精神力量，也解释了

其能够“化整为零”、“能聚能散”的特征。一支军队既可以借其来有效、快速地整合，也可以

借其来分散为小组化领导下的军队。一般的军队一旦溃散，失去军队的号令统一的纪律，便只能

成为一个个人化的散沙体，但中国的“政党军队”则不然，它依赖的不仅是军队的纪律，更是党

的组织和领导，可分可合，分散后仍然能够通过党组织而协助军纪来维持统一的纪律、士气和行

动。它的来源不简单是“特种兵”似的发明，更是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比较特殊的人民战争

所遗留下来的传统。它代表的是革命历史中的党与军队和人民间的紧密融合的关系和传统（日本

侵略军并因此采取 “三光政策”来应对）。这是一个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绝少展示的特征。即便是

俄罗斯和东欧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远远没有中国那样的党与（农村）人民紧密结合的传统。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特殊性，借此来说明其党民结

合传统。也许，我们更可以借此来思考、认识长期以来解放军在救灾（如水灾或地震）时所展示

的特殊功能和表现，和其在人民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党、军、民三方的相互依赖的特殊紧密结合关

系。 

当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其反面。党组织既具备和人民良性结合的历史传统和组织特征，也

可以和官僚体系恶性结合，乃至于使其脱离实际的可能倾向变得更加绝对化、强制化，形成一个

高度集权的“政党官僚体系”party-bureaucracy，甚或更高度渗透性的、数据化了的（可以称作）

“超级政党科层制”super-party bureaucracy管控体系。其权力会比西方式的科层体系强大得多，

其覆盖范围也会比一般西方科层制体系宽广、深入和集中得多。这样的潜在可能更为我们突出第

三领域简约治理中的党民紧密结合传统的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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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党与人民的二元结合 

其优良面是一个今天仍然可以借助的传统。譬如，可以借其来克服政府机构/科层制体系中的

近乎不可避免的，相对人民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其控制社会倾向的弊端。在农村治理方

面，我们应该将其视作与简单将村庄治理科层制化不同的进路。国家可以借助村庄社区民众的参

会（乃至于城镇社区民众）而推广党引导与民众参与的治理体系的发展，承继中国革命中的优良

传统，没有必要仅仅依赖西方现代主义模式中的科层制化的单一进路。那正是本文关乎如何做到

“乡村振兴”目标的提议重点所在，也是关乎未来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国治理的愿

想。 

山东烟台市最近的由基层党支部来领办农村人民自愿参与、入股的合作社便展示了上述的一

系列特征，颇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正如一些学术论文已经比较仔细

地论述那样。烟台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党的领导下组织的社区共同利益的（“集

体”）合作社，借此来建立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组织，因此能争得较广泛的民众自主积极

参与。（于涛 2020；江宇 2020；陈义媛，2020；黄宗智 2021a；杨团、刘建进、仝志辉 2021）果

真如此，烟台模式应该不失为上述的党与农民二元结合的良好农村发展模式。 

我们可以将那样的一个体系比拟于一个由员工积极参与决策的“参与性社会主义”企业。

2021 年 11月 11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已经明确提出要让

“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基于农村社区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其实和基于城镇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

“参与式社会主义”设想是相通的。 

要走上那样的发展道路，最可依赖的不是庞然大物的官僚化和官僚体系和其所不可避免的官

僚主义弊端，而是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党与“三农”的紧密结合，借助扎根于农村的党组织来领

导，同时又借助小农户和小农村社区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积极参与，来带动中国农村的根本性改革

和发展，才是最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发展出路。党的小组和农村的三小农（小农场、小农户、小

农村社区）的紧密结合乃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特色和动力来源。我们需要想像再次、重新依赖中

国扎根于农村的共产党，和农村本身的主体性来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根本性的、彻底的现代化改

革， 不是简单将其城镇化。我们也可以借助那样的机制来克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伴随官僚体

系的几何式扩大，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 “科层制主义”铁笼的根本性治理问题。解决农



 

20 
 

村这个基本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全社会、全经济体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做到中国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正是这样的党与农民和农村社区的真正二元结合，不是科层制化的简单由上而下统治，更不

是“超级政党科层制”（的“超级”铁笼，包括高度数据化的治理模式），才能解决中国长期以

来的城乡差别问题。通过城乡的平等和双向互利交易，而不是过去的榨取型的主要是单向的资源

输出，借助亚当斯密所建构的理想模型中的洞见——即真正平等互利的贸易，包括城乡间的双向

贸易，能够起到推进双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导致分工，推进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从而达到螺旋似

的全社会的发展。通过建立基于社区的合作社来配合那样的大市场经济的发展（详细论证见黄宗

智 2022），才能够根本性地解决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农村贫穷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

加上民众的参与，以及参与式的国企与私企结合的经济体系，才能真正做到“参与式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亦即“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做到全民共同发展、共同

富裕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白德瑞（Brady Reed）(2021) [英文版 2000]：《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义媛 (2020)：《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载《求实》，第 6期：第 68-81页。 

《屌丝的逆袭：志愿军凭啥能赢得朝鲜战争？》——2020 年 10月 25日，志愿军出国作战 70周

年纪念日重发），《猫哥的视界》公众号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563857199726646)。 

高原 (待刊)：《乡村治理中的第三领域：从合作化到乡村振兴》。 

黄宗智 (待刊)：《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黄宗智 (2022)：《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载《开放时代》，

第 1期：xx-xx 页。 

黄宗智 (2021a)：《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载 Rural 

China,18.2 (10月)：160-191。亦见 http://lishiyushehui.cn/article/item/1092。 

黄宗智 (2021b)：《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载《文史哲》，第 2期：1-11。 

黄宗智 (2021c)：《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载

《开放时代》2021 年第 3期，第 32-46 页。 



 

21 
 

黄宗智 (2020)：《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第三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 (2019)：《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载《开放时

代》，第 3期（5月）：39-63页。 

黄宗智 (2018)：《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

较》，载《开放时代》，第 1期，第 151-165页。 

黄宗智 (2016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

时代》，第 2期：11-35页。 

黄宗智 (2016b)： 《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

2016 年第 1期，第 1-27页。 

黄宗智 (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

放时代》，第 5期，第 18-35页。 

黄宗智 (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于现实》，三卷。第一卷：《华

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二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三卷：《超越左

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 (2014b)：《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第一卷：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二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

民国的比较》；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 (2014c)：《"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开放时代》2014 年第 2期，

第 176-194页。 

黄宗智 (2010)：《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 (2007)：《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中

国乡村研究》第 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第 1-23页。亦载《开放时代》2008 年第 2期：

第 10-29页。 

江宇 (2020)：《“烟台经验”的普遍意义》，载《开放时代》第 6期，第 13-26页。 

蒋本良(2005)：《抗美援朝时期前苏联对华“援助”始末》，载《史海钩沉》，2月:41-42页。 

赖骏楠 (2016)：《马克斯·韦伯“领袖民主制”宪法设计的思想根源》，载《人民大学法律评

论》，第一辑：151-178页。 

李展硕 (未刊)：《法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国合作社：理论与历史》。 

刘明钢、金敏求 (2009)：《抗美援朝时期苏联的军事援助揭秘》，载《世纪风采》：37-40页。 



 

22 
 

齐得学 (1995)：《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及意义 》，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5期：

44-52页。 

《数字中国》2018.10.7.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007/23/137012_792819891.shtml。 

汪晖 (2014)：《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载《开放时代》，第 2期：70-79。 

杨团、刘建进、仝志辉 (2021)：“烟台经验：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和潜力”，《经济

导刊》第 8期。

https://www.jingjidaokan.com/icms/null/null/ns:LHQ6LGY6LGM6MmM5ZTg1ODg3YTIyNjVjNjAxN2

MzZWZlOGNhODAwOTUscDosYTosbTo=/show.vsml。 

于涛 (2020)：《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全文）——烟台市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

面推动乡村振兴》，红旗网，http://www.hongqi.tv/mzdxueyuan/2020-02-25/17476.html。 

张新 (2005)：《谈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军事援助及其作用》，载《基础 

理论研讨》：385-386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0.12.18.,《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

https://www.sohu.com/a/438579614_260616。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l。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月 11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中国有多少个村子》，2017.12.31.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43003091022303612.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http://www.gov.cn/jrzg/2006-

10/31/content_42918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7修订》。http://www.gov.cn/xinwen/2017-

12/28/content_5251064.html。 

周黎安 (2019)：《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第 3期（5月）：

37-63页。 

周黎安（2018)：《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模式》，载《社会》2018，第 2期：1-45页。 

周黎安（2014)：《行政发包制》，载《社会》，第6期：1-38页。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第 7期：36-50页。 



 

23 
 

邹谠 （1986)：《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载《政治研究》，第 3期：1-5页。 

Cumings, Bruce (2011 [2010]) The Korean War. Modern Library Paperback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0, Random House.] 

Drèze，Jean and Amartya Sen (1995) 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ming, Thomas (1993) “The Man Who Saved Korea.” https://www.historynet.com/man-saved-

korea.htm. 

“The Korean War, 25 January to 8 July, 1951.” https://history.army.mil/brochures/kw-

balance/balance.htm.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 185- 213. 

Pepper, Suzanne (1996)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21) Time for Socialism: 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uthor’s Bio: 

Philip C. C. Huang is completing the writing, proof-reading, and re-checking of his “collected 
works,” in Chinese, from the Guangxi Shifang Daxue chubanshe. First are four volumes on 
Chinese Justice from the Qing to the present, and four volumes on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from the Ming-Qing to the present. There is a separate volume on the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e., without the protections and benefits under the formal economy of the past) in 
China, now accounting for 75% of all of the urban-employed. There are thre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volumes from his writings in the past 20 years, separately on “experience and 
theory,” “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of practice.” There is also a fourth 
volume, on “the dyadic unity of state and society.” Four of the above volumes have been 
published; hopefully, all volumes will be out by 2024. 


